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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一个分析框架和来自欧洲四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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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劳动关系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ꎬ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发

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系统分析框架ꎬ进而开发了一个类型学体系ꎬ最后通过梳理和比

较英国、丹麦、德国和瑞典四国战后劳动关系治理的改革和发展实践ꎬ阐释了这一分析框

架的有效性ꎮ 这一新的理论模型将产业关系研究从结构化的系统分析提升至一个动态

平衡的视角ꎮ 该研究表明ꎬ产业关系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斗争、谈判和合作等博

弈过程定义了一个国家的主导经济发展逻辑ꎬ并进一步决定了其产业关系治理体系的特

征ꎬ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视角的补充ꎮ 这一模型也加入了全球化

时代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中“趋同还是趋异”的论争ꎬ既突出了不同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中

的共同要素ꎬ也对各国在追求类似目标时制度路径的多样性具有解释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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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ꎬ中国对外贸易投资比重迅速递增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

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达到 １５８２.９ 亿美元ꎬ是 ２００７ 年投资净额的 ６ 倍ꎻ其中对欧洲

的投资净额达到 １８４.６ 亿美元ꎬ远远高于同期对美国投资净额的 ６４ 亿美元ꎮ① 相较于

近年来在美国有所抬头的保守政治和“美国优先”主义ꎬ欧洲各主要经济体展现了更

高的开放性ꎮ 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ꎬ已有 ２２ 个欧洲国家同中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相

关合作文件ꎮ② 随着双边合作的深入ꎬ中欧经贸从基础设施、能源、汽车等传统领域不

断扩展到科技、环保、医疗等新兴领域ꎬ也推动了第三方市场的产生与发展ꎬ③中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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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经发展为相互依存度极高的战略伙伴关系ꎮ① 然而ꎬ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ꎬ

逆全球化思潮也在世界范围内抬头ꎮ 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过程ꎬ常常受到来自

谈判双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的影响ꎮ 虽然欧洲仍具有与

中国合作的总体意愿ꎬ但这并未改变“社会欧洲”对于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倾向ꎮ

这种保护主义往往同劳工、环保、食品安全等问题相捆绑ꎬ对中国商品和中国企业“走

出去”人为设置了制度壁垒ꎮ 例如ꎬ欧盟在 ２０１９ 年通过了“外资安全审查条例”ꎬ被视

为针对中国在欧投资的审查制度ꎻ同年ꎬ欧盟所进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多半是针

对中国企业ꎮ② 显然ꎬ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将会在东道主国面临愈加棘手的涉及劳动

关系的社会治理问题ꎮ

本文以国家劳动关系治理为突破口ꎬ关注跨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必须面对的劳工

保护问题ꎮ 文章首先对传统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的发展沿革进行了简要梳理ꎬ并以此为

基础提出了一个更加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分

析框架ꎮ 这一模型尤其关注产业关系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如何在相

互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建构出一个国家的主导发展逻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ꎬ进而决定其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特征ꎮ 为此ꎬ我们使用了欧洲四个国家———英

国、丹麦、德国和瑞典———的证据来阐释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ꎮ 文章最后讨论了这

一分析工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一　 西方劳动关系理论:从历史主义到“结构—功能主义”

西方劳动关系研究肇始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经历了从历史主义到“结构—功

能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演变ꎮ 这一转型也标志着劳动关系从一个独立的

研究领域进化为一个边界清晰、范式完整的学科ꎮ 本节分两个部分回顾了这一理论变

迁的历史沿革ꎬ并引出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ꎮ

(一)历史主义:劳动关系研究领域的出现

劳动关系作为研究领域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ꎬ韦伯夫妇(Ｓｉｄｎｅｙ Ｗｅｂｂ ＆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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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ｂ)和约翰􀅰康芒斯(Ｊｏｈ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ꎮ①

在英国ꎬ韦伯夫妇于 １９ 世纪末先后出版了«工会运动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ｍ)

和«产业民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两部著作ꎬ被视为产业关系领域的研究开端ꎮ②

其学说体系驳斥了英国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中工会的批评ꎬ并借鉴德国

历史经济学派的思想ꎬ将有组织的劳动者纳入主流经济和政治的思想中ꎮ③ 他们采用

经验观察、多学科和案例比较等历史经验研究方法ꎬ描绘了英国工会主义的起源和早

期斗争ꎬ对工会的结构和职能进行了剖析ꎬ④由此被视为最早就工会和劳动关系问题

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的学者ꎮ

在 ２０ 世纪初的美国ꎬ由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不断恶化ꎬ大规模的暴力罢工、高离

职率和缺勤率、激进的工会等劳动问题(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日益凸显ꎮ⑤ 与此相伴随ꎬ劳动

问题成为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的起点ꎮ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奠基

人之一ꎬ康芒斯通过对劳工运动的历史描述以及对当时劳动问题的调查研究ꎬ试图在

经济理论中加入其他制度性因素ꎬ以期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补充与替代ꎮ⑥ 而在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来ꎬ康芒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非正统的方法论(历史的、现实的、

多学科的)基础之上的ꎬ最多可以被称为“描述性经济学”ꎮ⑦ 的确ꎬ以韦伯夫妇和康芒

斯为代表的早期的劳动关系研究常常收获“反对理论抽象”的批评ꎬ即通过无用的事

实收集来实践历史主义ꎮ⑧

虽然早期学者的理论化路径饱受批评ꎬ但他们在不同国家开展的劳动问题研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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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劳动关系成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ꎮ 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劳动关系研究者试图描述和解释当时的工会运动并使之合法化ꎬ并

寻求制定改革的社会立法(包括工伤赔偿、最低工资和医疗保险等)ꎬ这都被视为提高

员工福利的途径ꎮ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还是相当有限ꎬ几乎只涉及工会的职能和工

会组织形成的原因ꎬ忽视了劳动关系的大多数方面ꎮ① 同时ꎬ这个时期的研究方法是

百科全书式的ꎬ囊括了经济、历史、法律和社会等多个学科领域ꎬ并且都是采用历史的、

描述性的分析方法ꎬ未形成统一和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ꎮ 随着战后新古典主义在

欧美学界的重新盛行ꎬ劳动关系的这些研究被批评为无理论ꎬ甚至不是一个合理的学

科范式ꎮ②

(二)结构—功能主义:劳动关系多元主义范式的形成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ꎬ新一代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劳动关系的科学范

式ꎬ试图将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ꎬ并定义其内涵和外延ꎮ 约翰􀅰邓洛普( Ｊｏｈｎ

Ｄｕｎｌｏｐ)于 １９５８ 年提出了劳动关系系统(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ꎬ将其作为

分析劳动关系的理论框架ꎬ从而将传统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转变为理论

的、抽象的分析范式ꎮ③ 邓洛普在大的社会系统下构建了劳动关系子系统ꎬ它包含了

管理者层级、工人层级(非管理者)和政府机构三种行为主体(ａｃｔｏｒｓ)ꎬ在一系列外部

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影响下进行互动ꎬ最后产生“规则网络”(ｗｅｂ ｏｆ ｒｕｌｅｓ)———被定

义为劳动关系系统的唯一主要产出ꎬ从而排除了系统颠覆的可能ꎮ④ 在系统论的分析

中ꎬ主体享有共通的意识形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ꎮ 这导致行为主体的主观偏好和能动性被刻

意忽视ꎬ而其行为则被结构化为系统特征ꎮ

自 ２０ 世纪后半叶开始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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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中多元主义范式的典型代表ꎮ 这里的“非颠覆性”指的是作者认为产业关系系统具有韧性和自我修复
力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ꎬ规则作为系统的唯一产出ꎬ会倾向于建构而不是破坏系统的稳定运行ꎻ另一方
面ꎬ参与系统的各行为主体具有共通的意识形态ꎬ因此会倾向于达成妥协ꎮ



球化的快速发展、工会衰退和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代表的一元主义范式的兴起ꎬ①使得

以往的系统理论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ꎮ 托马斯􀅰寇肯(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ｃｈａｎ)、哈里􀅰卡茨

(Ｈａｒｒｙ Ｋａｔｚ)和罗伯特􀅰麦卡锡(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Ｋｅｒｓｉｅ)在系统论的基础上ꎬ提出了策略选

择理论ꎬ将行为主体的策略引入劳动关系系统中ꎬ并把它置于理论分析框架的核心地

位ꎮ② 该理论推翻了系统论中行为主体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假设ꎬ并将意识形态的产

生和作用进行模糊化处理ꎬ仅仅关注策略层面ꎬ由此完成了主流劳动关系分析框架从

关注主体的“意识形态”到 “策略选择”的转型ꎮ 同时ꎬ策略选择模型将系统的产出结

果(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从规则拓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ꎬ③成为主导西方劳动关系研

究的主流分析框架ꎮ

２０ 世纪末至本世纪初ꎬ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使得生产链在全世界范围内延伸ꎮ 这

一历史进程对劳动关系主流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提出了挑战ꎬ因为传统理论的焦点局限

在劳、资、政三方ꎬ并且嵌入了国家历史背景ꎮ④ 而在全球化时代ꎬ越来越多的研究问

题指向全球化如何超越国家边界来影响不同的部门和群体ꎮ⑤ 全球生产使得不同行

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化ꎬ亟须新的劳动关系分析框架来归纳全球价值链上行为

主体间相互的联系和依赖ꎬ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和实践ꎮ⑥ 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理论的发展ꎬ为劳动关系理论的进步带来了重要启示ꎮ 在该理论的基础上ꎬ塔

什林􀅰拉哈尼(Ｔａｓｈｌｉｎ Ｌａｋｈａｎｉ)、萨瓦什􀅰库瑞威拉 (Ｓａｒｏｓｈ 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 和阿里尔􀅰阿

夫加(Ａｒｉｅｌ Ａｖｇａｒ)三人提出了一个构型理论ꎬ将劳动关系的研究视野从传统框架的

劳、资、政三方的策略选择ꎬ整合到单线条产业链上领导企业的治理策略对于供应商雇

佣关系策略和实践的影响ꎮ⑦ 但是构型理论过于关注领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二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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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劳动关系治理带来的影响ꎮ 拉哈尼等也强调了

构型理论不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关系理论ꎬ而仅仅是对以往理论的补充ꎬ侧重于全球生

产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ꎬ即给定的领导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ꎮ①

正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这一片面性ꎬ催生了全球化研究中与之对应的另一个主要

流派ꎬ即由“曼彻斯特”学派(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理论ꎮ 这一理论打破了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二元治理关系ꎬ将跨国

生产系统中的多方参与者纳入分析范畴ꎮ② 受到这一理论流派的启发ꎬ一些中国学者

将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融入产业关系的系统理论中ꎬ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相关者视

角的产业关系系统模型ꎮ 他们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诸多行为主体视为劳动关系治理

中的利益相关者ꎬ从而超越了传统系统理论中集中关注劳、资、政三方主体的狭隘视

角ꎮ 如图 １ 所示ꎬ这一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多元利益相关者依靠政治权威、经济杠杆和

公众动员三种力量来源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斗争、谈判和合作等互动ꎬ最后输出价

格和规则ꎮ③

图 １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产业关系系统模型

资料来源:张皓:«利益相关者和劳动关系治理———一个新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ꎬ第 ６４

页ꎮ

这一分析框架虽然有效扩展了全球化时代劳动关系研究的边界ꎬ但从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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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到价格和规则的产出的中间过程仍然被置于黑匣子中而有待进一步解释ꎮ 同

时ꎬ该模型未能具体分析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和偏好是如何转变为他们的博弈策略

的ꎬ行为主体仍然被看作结构化的角色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利益相关者模型延续了系

统理论一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特色ꎮ

(三)建构主义:劳动关系研究的短板和可行方向

从系统理论到利益相关者模型ꎬ主流的劳动关系系统分析框架从模型化规则形成

的过程逐步发展到关注多元主体的战略选择与互动ꎮ 然而ꎬ这一理论发展长期以来一

直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行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如何产生的ꎮ 系统论

将意识形态因素外生于分析框架ꎬ并假设其长期稳定不变ꎮ 策略选择理论虽然意识到

这一处理方式与历史事实不符ꎬ却选择对价值观和偏好等问题避而不谈ꎬ转而只谈策

略ꎮ 而构型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模型则都直接忽略了意识形态问题ꎬ使得比较产业关系

的分析框架彻底沦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工具ꎮ

在以国家内部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劳动关系研究中ꎬ系统理论代表的主流分析框架

将劳、资、政三方结构化为系统特征尚可理解ꎮ 因为在这三方中ꎬ雇主和雇员的逻辑和

偏好可能确实是相对固定的ꎬ而政府的偏好也是相对可预测的ꎮ 一般而言ꎬ政府的偏

好虽然不固定ꎬ但往往是周期性摇摆ꎬ这取决于经济周期、社会运动等因素的影响ꎬ①

有学者用“钟摆理论”形象地解释政府偏好的周期性变化ꎮ② 而在前述构型理论中ꎬ领

导企业和供应商的偏好也相对单一ꎬ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ꎮ 只是在策略层面ꎬ领导企

业受到消费者运动的压力ꎬ不得不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行动战略之一ꎻ而供应商

则迫于采购压力加入全球协议框架ꎬ将行为守则纳入管理中ꎬ却往往疲于应付ꎮ③

然而ꎬ全球化是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者所“共襄盛举”的政治经济过程ꎮ 既然诸

多利益相关者已经在实践中被广泛纳入劳动关系治理体系ꎬ那么如果研究者仍继续忽

视对行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和行为逻辑的分析就可能带来诸多问题ꎮ 首先ꎬ在不同的社

会环境中ꎬ利益相关者本身的结构和诉求都非常多元ꎬ这就意味着对于多元行为主体

的偏好的预测将更为复杂和不确定ꎮ 例如ꎬ印度所特有的种姓制度一度导致了某些手

工业的工作机会和技能形成过程的垄断ꎬ这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文化的“利益”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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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渐的现代劳动关系治理制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ꎮ① 诸如此类的权力博弈过程鲜活

而富有文化专属性ꎬ却难以被结构化为抽象的模型特征ꎮ 其次ꎬ即使是同一行为主体

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所体现的偏好并不相同ꎬ如工会组织的主张在丹麦表现为重

点关注和帮扶各类、各阶层的社会弱势群体ꎬ而在德国表现为更倾向于组织内部成员

的利益保护ꎮ② 最后ꎬ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即使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策略性的合作ꎬ但

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对抗者ꎮ

因此ꎬ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对于分析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ꎬ但不能简单认为偏

好是既定的ꎮ 相比于逐个定义不同行为主体的偏好来说ꎬ完善理论框架并将偏好的产

生作为内生变量更为重要ꎮ 就此而言ꎬ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急需建构主义思想的补

充ꎮ 建构主义强调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由社会中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的ꎬ而上层建筑的不断发展演化又会影响和制约个体的认识和行为ꎮ③ 人和社会

以持续不断和互补的方式相互建构着对方ꎬ因此对客观世界的理解ꎬ需要放到一定的

社会背景和意义下ꎮ④ 本文将在此思想基础上对传统比较产业关系理论进行拓展ꎮ

二　 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分析模型

本文在利益相关者模型的基础之上ꎬ将意识形态重新纳入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分

析框架中ꎬ并作为内生变量ꎬ实现对系统理论重要的建构主义的补充ꎬ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ꎮ

首先ꎬ对于系统论中三个行动主体具有稳定和共通的意识形态这一假设进行了一

定的修正ꎮ 我们认为ꎬ虽然长期保持的“稳定和共通 ”的意识形态并非真命题ꎬ但是一

个社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具有主流的经济发展逻辑ꎬ我们将其称为主导发展逻辑ꎮ

它是在复杂的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之下ꎬ各社会行为主体(利益相关者)

之间复杂的力量博弈的产物ꎮ 博弈的结果映射到上层建筑领域ꎬ表现出总体国家治理

１３　 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ｕｎａ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ｌｕｍｂ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６６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９０２－９３２.

Ｔｏｂｉａｓ Ｓｃｈｕｌｚｅ－Ｃｌｅｖｅｎꎬ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１４６.

Ｖｉｖ Ｂｕｒ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１－２７ꎻ Ｔｏｍ Ａｎｄｒｅｗｓ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ｍ?”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３９－４６.

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第 ８７－１１０
页ꎮ



决策的某一种倾向———主导发展逻辑的概念ꎮ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ꎬ并不是所有的行为

主体都共享该逻辑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系中ꎬ从来都不缺乏反对的声音ꎮ 但是ꎬ可以

明确的是ꎬ这些竞争性逻辑(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并非主流ꎮ

其次ꎬ如何类型化一个国家的主导发展逻辑? 本文借鉴并发展了斯蒂芬􀅰弗伦克

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ｒｅｎｋｅｌ)和库瑞威拉的行动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理论ꎮ 这一理论通过对四

个亚洲国家战后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ꎬ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逻辑ꎬ分

别是竞争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产业和平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ａｃｅ)和就业—

收入保护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ꎮ 在行动逻辑理论中ꎬ发展逻辑

被认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是相对固定的ꎬ①这一假设与我们的模型不谋而合ꎮ 同

时ꎬ我们将这三种发展逻辑置于一个新的框架中ꎮ 该框架基于两个产出维度———价格

和规则ꎬ并补充了第四种类型ꎬ即社会升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ꎬ从而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类型学框架(见表 １)ꎮ 这四种经济发展逻辑的具体定义将在本节稍后述

及ꎮ

最后ꎬ行动逻辑理论认为ꎬ主导发展逻辑的形成受到经济发展战略、全球化强度、

工会力量、劳动力市场特征和政府对工人的回应这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ꎬ②这不免又

或多或少陷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陷阱ꎬ即过分强调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决定作用ꎮ 我

们认为ꎬ应该对这些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ꎮ 具体而言ꎬ政府和工会应该作为行为主体

(利益相关者)被直接纳入系统中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了一

个经济体的主导发展逻辑ꎮ 而经济发展战略、全球化强度和劳动力市场特征作为环境

变量ꎬ对整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及其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ꎬ因此我们将其作

为模型所处的情境因素ꎮ

(一)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ꎬ我们提出了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分析模型(见

图 ２)ꎮ 在全球化强度、经济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特征三重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ꎬ利

益相关者根据各自的偏好以及不同的力量表现形式来进行竞争、谈判和合作等互动ꎬ

从而形成当下劳动关系治理的主导逻辑ꎬ而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主导发展逻辑

则直接决定了系统的产出ꎬ即不同水平的价格和规则制定的结果ꎮ 系统的产出结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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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哺环境因素ꎬ从而形成了螺旋式的发展路径ꎮ 我们将分别概念化这个模型中出现

的主要变量ꎮ

图 ２　 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分析模型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１)利益相关者

本文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影响的个

人或群体”ꎮ① 正如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主体不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参与者一样ꎬ②劳动关

系治理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雇主组织、工会、政府ꎬ还包括国际劳工组织、

领导企业、非政府组织等ꎮ③ 另外ꎬ劳动关系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及其各自的偏好

都可能随着社会情景与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ꎮ 例如ꎬ在英国ꎬ工党同工会在历史上看

似牢不可破的结盟关系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左右发生了巨大转变ꎻ④而在美国ꎬ工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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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３０ 年代才被全面纳入正式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ꎬ而其影响力却从 ５０ 年代开始随着工

会密度的下降而逐渐衰落ꎮ① 总而言之ꎬ多方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劳动关系治理体

系中ꎬ不同主体的战略选择和互动过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ꎮ

(２)互动过程

在劳动关系体系中ꎬ各利益相关者通过斗争、谈判或合作的互动过程来满足各自

的偏好需求ꎬ从而塑造了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劳动治理体系ꎮ 在传统的劳动关系系统

中ꎬ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ꎬ因为产业工人的天然身份是不满意

者ꎬ②永不停止的权力斗争是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ꎮ③ 但是ꎬ由于斗争、冲突可能意味

着彼此更高昂的代价ꎬ所以谈判协商成为劳资双方解决争议和达成共识的主要方式ꎬ

进而演化为调节劳动关系的一种核心制度安排ꎮ④ 随着技术变革、全球竞争和产业升

级等环境变化速度加剧ꎬ各行动主体通常采用合作的方式来追求共同的利益ꎬ以应对

不稳定因素和不安全感的增加ꎮ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ꎬ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劳动关系

治理体系中ꎬ各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变ꎬ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也随着情

景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ꎮ

(３)主导发展逻辑

主导发展逻辑是被绝大多数社会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治

理的价值观和路径选择ꎬ是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博弈映射到国家治理层面所产生的有关

上层建筑的产物ꎬ包括国家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ꎬ以及由公民社

会所共享的价值追求ꎮ 主导发展逻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但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历史时

期ꎬ它是相对稳定的ꎮ 特别是在成熟和稳定的政治经济体内部ꎬ主导发展逻辑可以保

持长期稳定不变———当然ꎬ这并不包括细微调整ꎮ 主导逻辑的演变和发展是由利益相

关者的相对力量以及博弈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ꎮ 而这一过程受到经济周期、社会发

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和技术进步等宏观因素的影响ꎮ 政府作为其中一个

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可以施加较大的影响力ꎬ甚至提出并制定自己

所主张的经济发展逻辑ꎮ 但这一逻辑也必须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有关诉求做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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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ꎬ否则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广泛接受ꎬ也因此可能无法成为主导逻辑ꎬ从而导致治

理的失败ꎮ 主导发展逻辑主要包括四种类型ꎬ分别是竞争逻辑、就业—收入保护逻辑、

产业和平逻辑、社会升级逻辑ꎬ其各自的定义将在稍后给出ꎮ

(４)产出结果

借鉴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的产出项ꎬ本文同样将劳动关系系统的产出结果归为两

类ꎬ即价格和规则ꎮ 价格是指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水平ꎬ除了传统的工资等现金利益ꎬ还

包括其他与之相关的工作条件等内容ꎻ规则是指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ꎬ

既包括国际标准、法律法规、合同以及企业规章制度等正式规则ꎬ也包括文化、习俗和

“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ꎮ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规则和价格并不是截然独立的ꎬ二者可能

相互产生影响ꎬ并形成某些重合地带ꎮ 例如ꎬ由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本身以规则

的形式存在ꎬ但其常常可以起到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作用ꎮ 因此ꎬ虽然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偏好和诉求不同ꎬ但是我们认为价格和规则的输出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过程(这一

点在利益相关者模型中的处理是模糊不清的)ꎮ 事实上ꎬ在任何国家ꎬ有关劳动关系

治理的价格和规则的产出都是并存的ꎬ所以我们更愿意把价格和规则作为两个不同维

度上的连续性指标ꎮ 产出结果的一个简化模型包括降低 /约束收入 ( ｗａｇ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提高收入以及放松管制(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加强管制这四个不同状态之间的交

叉关系ꎬ这些不同的组合形式刚好对应了不同主导发展逻辑下的治理路径的特征ꎮ

(二)主导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产出结果是不同特征的价格和规则的组合ꎮ 如表 １ 所示ꎬ四

种主导发展逻辑带来了四种不同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ꎮ 这四种模式的产出结果表现

出不同的特征ꎬ即在价格和规则两个维度上有不同表现的搭配组合ꎬ具体如下ꎮ

表 １　 经济发展逻辑的类型学及其劳动关系治理特征

价格制定:高(提高收入) 就业—收入保护逻辑 社会升级逻辑

价格制定:低(降低 /约束收入) 竞争逻辑 产业和平逻辑

规则制定:灵活

(放松管制)

规则制定:严格

(加强管制)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５３　 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① 张皓:«利益相关者和劳动关系治理———一个新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ꎬ第 ５９－７３ 页ꎮ



(１)竞争逻辑

追求经济的发展ꎬ包括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和市场自由化政策ꎬ强调“看不见的手”

的调节作用ꎬ减少政府的干预等等措施都表达了自由竞争的逻辑ꎮ 该逻辑深受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影响ꎬ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盛行ꎮ 美国总

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ꎬ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和不干预(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

的经济政策ꎬ引入货币政策和金融约束ꎬ克服通货膨胀成为第一要务ꎮ 随着全球化步

伐的加快ꎬ自由化浪潮冲击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ꎬ从自由市场经济体( ｌｉｂ￣

ｅ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到欧洲大陆及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经济体(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然后影响至南欧国家ꎮ① 被广泛采纳的治理策略和实践通常与竞争逻辑

有关ꎬ都是为了控制成本和加强市场竞争力ꎬ例如推行分散的工资决定、边缘化乃至消

除工会、设立不受国家劳动立法约束的出口加工区ꎬ以及利用选择性移民作为确保劳

动力充分和灵活供应的手段等ꎮ 同时ꎬ如果竞争的基础是质量和创新而不仅仅是成本

的话ꎬ那么雇主和政府也会选择性地扶持特定行业发展和提高特定工人群体的就业能

力ꎮ

在竞争逻辑主导下ꎬ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表现为低收入和放松管制ꎮ 其基本原则是

促进企业效率ꎬ包括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ꎬ强化企业的

自由裁量权和个性化管理ꎬ包括工资决定权、雇用和解雇的能力以及工作安排等ꎮ②

这种模式使得工会难以形成并将其谈判活动限制在企业一级的有限范围内ꎮ 最后ꎬ通

过强调功能灵活性的劳动关系模式(即人力资本决定工资水平)来寻求竞争优势ꎬ政

府可能会在教育和培训方面投入巨资ꎬ并鼓励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ꎮ 总而言之ꎬ劳

动力市场自由化、雇员保护弱化、管理行为个性化ꎬ以及集体谈判的分散化共同组成了

竞争逻辑下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特征ꎮ

(２)就业—收入保护逻辑

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工人对工作依赖性的增加ꎬ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受限制

和不可预测的资本流动ꎬ则导致工作不安全和失业率的上升ꎮ 就业—收入保护逻辑体

现了工人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ꎮ 在雇员、工会以及致力于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履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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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的国际劳动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ꎬ①就业—收入保护逻辑也可以产生更

广泛的政治要求ꎮ 例如ꎬ当全球金融危机对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带来较大的威胁时ꎬ

可能会发生政治运动ꎮ 因此ꎬ这一逻辑也被各国政府用来采取行动ꎬ以限制潜在的政

治不稳定ꎬ并维持工人阶级的支持ꎮ 就业—收入保护逻辑旨在通过失业保险、再培训

基金和社会保障等方式提供社会安全网ꎬ减轻企业管理和劳动力市场给工人带来的困

难ꎮ

在就业—收入保护逻辑主导下ꎬ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表现为高收入和放松管制ꎮ 这

种模式强调对员工的保护ꎬ以防止下岗、失业、长时间工作、健康和安全条件差、歧视和

任意行使管理权ꎬ还有保障员工对生活工资、失业工资和养老金的需求ꎮ 典型的保护

措施还包括促进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作用ꎬ加强集体协议的实施和执行ꎮ 该逻辑的主

要特征是支持工会主义和技能培训ꎬ对雇员关心的问题覆盖较广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通

过放松市场管制ꎬ给予雇主一定的自由裁量权ꎬ减轻企业经营成本ꎬ提高企业竞争效

率ꎬ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提升ꎮ

(３)产业和平逻辑

产业和平逻辑在各国劳动关系治理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ꎮ② １８７０－１９２０

年ꎬ“劳动问题”(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在工业化国家迅速出现并持续发展ꎬ产业关系学科和

制度安排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劳动问题ꎬ实现产业和平ꎮ③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

盾或冲突ꎬ如果阻碍了任何一方目标的实现ꎬ就可能导致强加的协商解决方案ꎬ政府可

为这些方案提出一个框架ꎬ所有主体必须按照这一缓和矛盾的目标采取积极行动ꎬ这

体现了产业和平的治理逻辑ꎮ 对此ꎬ政策的重点是为了经济发展而限制产业冲突ꎬ这

也意味着立法和公共政策的目的是预防和解决产业冲突ꎮ 在这一逻辑下ꎬ许多政府采

取了产业保护政策ꎬ如通过许可证条例和保护主义关税来帮助当地工业ꎬ从而遏制内

部和外部竞争ꎮ④

在产业和平逻辑主导下ꎬ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表现为加强管制和低收入ꎮ 为了维持

产业发展ꎬ避免产业冲突ꎬ国家通过立法或强制协调对集体谈判协议进行规定ꎬ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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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政策被强有力地执行ꎮ 实施集中工资决定ꎬ将工资排除在竞争之外ꎮ 在此模式

下ꎬ各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都负有责任ꎬ为了维持产业发展和对外竞争力ꎬ各

行为主体往往协商降低工人收入水平来维持就业稳定ꎮ 同时ꎬ政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

并未赋予太多的约束力ꎬ往往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管理和控制ꎬ从而统合社会ꎬ

如欧洲很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伙伴机制ꎮ①

(４)社会升级逻辑

社会升级逻辑强调在经济增长、稳定就业与社会平等诸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状态ꎮ

在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下ꎬ在保障市场秩序的同时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ꎮ 这一逻辑强调

社会经济改革必须照顾到每一个社会阶层ꎬ经济发展红利应由全民共享ꎮ 随着社会民

主的推进ꎬ劳动关系治理更加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和需求ꎮ 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

中ꎬ具有效率并带来经济繁荣的自由经济市场力量固然很重要ꎬ但尊重人的尊严、改善

人的生活质量、共享经济繁荣并推进民主思想进步也同样重要ꎮ② 因此ꎬ在关注社会

整体改革利益共享、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关注劳动者发展的逻辑ꎬ被称为“社会升级

逻辑”ꎮ

在社会升级逻辑主导下ꎬ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表现为高收入和加强管制ꎮ 这种模式

的特点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力量的相对均衡ꎬ以确保其能积极参与到社会的改革

升级中ꎮ 工会和雇主高度组织化ꎬ通过集体谈判加强沟通和协商ꎬ达成共同发展和利

益共享的协议ꎮ 政府则通过加强管制ꎬ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提供高水平的福

利保障ꎬ并加大技术投入引导企业创新ꎬ从而推动社会与经济的进步ꎮ

三　 来自欧洲四个国家的证据

我们考察了 ２０ 世纪初以来英国、丹麦、德国和瑞典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劳

动关系治理模式的变迁ꎬ通过案例分析对上述模型进行阐释ꎮ 这四个国家在英国脱欧

完成之前同属欧盟成员国ꎬ在地缘政治、国家规模、制度发展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ꎮ 而彼此之间的差异正体现了欧洲几个典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区别:英国

代表盎格鲁􀅰撒克逊体系(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ꎻ德国代表的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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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传统的合作市场经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模式ꎻ而丹麦和瑞典虽然同属

北欧统合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国家ꎬ但丹麦更倾向于通过中心化的劳资合意形成社会契

约ꎬ而瑞典的劳动关系治理则是在政府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各方合作ꎮ 除此之外ꎬ相较

于工业化时间较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或拉美后殖民主义国家来说ꎬ这四个老牌欧

洲福利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劳动关系发展和治理经验ꎬ符合质性研究中的“信息丰富案

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ｈ ｃａｓｅ)的要求ꎬ①可以为论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提供更加丰富

的细节ꎮ

案例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ꎬ这四个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有所不同ꎻ

第二ꎬ每个逻辑的形成都取决于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ꎻ第三ꎬ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和

互动过程不同ꎬ对主导逻辑的产生施加了重要影响ꎻ第四ꎬ在不同逻辑下ꎬ每个国家的

劳动关系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ꎮ

表 ２　 欧洲四国劳动关系治理的特征

国家 主导发展逻辑
劳动关系治理特征

规则 价格

英国 竞争逻辑
自愿主义ꎻ

自由放任

较低集体谈判和工会覆盖率ꎻ

收入不平等

丹麦 就业—收入保护逻辑
“协商一致”原则ꎻ

较少的立法和政治干预

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ꎻ

公共教育培训政策ꎻ

高就业和高收入水平

德国 产业和平逻辑

高度法制化ꎻ

共决制ꎻ

行业谈判

工资限制ꎻ

较低工会覆盖率ꎻ

非标准就业

瑞典 社会升级逻辑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ꎻ

团结工资ꎻ

雇员投资基金计划

较高的集体谈判和工会覆盖率ꎻ

高收入、高福利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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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竞争逻辑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ꎬ英国的劳动关系治理由竞争逻辑主导ꎬ表现为政府对

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放任和较少干预ꎬ遵循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ꎬ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

和自动调节ꎬ推动公共部门的私有化ꎬ给予企业管理极大的灵活性ꎮ 同时ꎬ因为英国雇

佣关系法律规制程度相对较低ꎬ劳资双方在“自愿主义”(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的基础上进行互

动ꎮ 自愿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是:首先ꎬ集体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ꎻ其次ꎬ雇主自愿对

工会给予认可ꎻ最后ꎬ国家提供一个简单的自愿框架ꎬ对争议解决进行补充ꎬ同时ꎬ政府

无权下令暂停产业行动或规定冷静期ꎮ①

英国劳动关系的重点放在私人秩序(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上ꎬ②企业级的决策被视为

关键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经济和工业动荡ꎬ造成了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的上升ꎮ １９７９

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执政后ꎬ英国政府开始进行激进的雇佣关系改革ꎬ并以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５ 年矿工大罢工的失败作为改革决定性的转折点ꎮ③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撒切

尔改革的主旨是改变工会和集体谈判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ꎬ极大缩小对劳动争议的

定义ꎬ建立严密的个体秩序模式ꎮ④ 改革通过私有化成功地缩小了公共部门的规模ꎬ

并通过立法禁止二次产业行动、要求在罢工前进行无记名投票和禁止关闭商店等来削

弱工会自主行动的权力ꎮ ⑤虽然工党在 １９９７ 年重新执政ꎬ但并没有寻求颠覆这一基本

理念ꎬ而是保留了劳动法的使用以限制集体行动ꎬ并进一步强调雇主和个人的自由ꎮ⑥

２００２ 年欧洲人权法院关于禁止引诱雇员不加入工会的判决ꎬ使得英国在 ２００４ 年«雇

佣关系法案»的修订中不得不做出回应ꎮ⑦ 尽管如此ꎬ这种模式仍然被认为是雇主和

个人即使在存在集体协议的情况下也应保留商定个人合同的自由ꎬ以此避免对经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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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管理灵活性或个体秩序构成挑战ꎮ①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联合政府继续推进公有行业的

私有化进程ꎬ从而加强了市场的自由竞争ꎮ

在政府的自由放任下ꎬ“自愿主义” 从 ２０ 世纪初就开始成型ꎬ并成为英国劳动关

系治理的主要特征ꎮ １９０６ 年颁布的«劳动争议法案»(Ｔｒａｄｅ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ｃｔ)就明确了工

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代表权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政府干预增加ꎬ工会力量较强ꎬ福利制

度蓬勃发展ꎬ雇主的普遍行动策略是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参与行业谈判ꎬ这也被称

为雇主一贯的自愿性ꎮ② １９９９ 年ꎬ工党政府发布的«雇佣关系法案»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确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ꎬ还有保护工会积极分子和成员不受歧视和解雇的

条款ꎬ这些都被联合政府保留至今ꎮ 然而ꎬ这些权利的目的只是作为最后手段ꎬ政策上

倾向于自愿协议ꎬ ③ 其中关于确认程序的条款被认为是赋予了管理者反对工会的权

能ꎮ④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英国工会密度和集体谈判覆盖率持续下降ꎮ 在撒切尔改

革后ꎬ重新被定义的工会不仅处于边缘地位ꎬ而且其作用局限于个体企业或组织层

面ꎮ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集体谈判结构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去中心化:一类是

涉及多雇主的协议数量下降ꎻ另一类则是企业层面的协议替代了行业层面的ꎮ⑥ 多雇

主谈判从 １９８０ 年覆盖的劳动力占 ３０％ꎬ到 ２００４ 年仅占 ９％ꎮ⑦ 在资本要求低、规模相

对较小的行业ꎬ如纺织、制鞋、零售等ꎬ一直存在多雇主协议ꎬ但集体协议的作用被削弱

了ꎬ因为它的功能往往被转移到设定最低雇佣条件上ꎮ⑧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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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获得雇主压倒性的支持ꎬ雇主也对越来越弱的工会减少了敌意ꎮ① 与此同时ꎬ

认可工会的私营部门所占比例急剧下降ꎬ工会密度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５２.９％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２５.７％ꎮ②

在英国的雇佣关系系统中ꎬ低收入问题一直受到关注ꎮ 英国的低工资问题早已备

受重视ꎬ特别是在保守党 １９９３ 年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名义废除了工资委员会

之后ꎮ 为了应对低收入问题ꎬ工党政府建立了低工资委员会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颁布了«全

国最低工资法»ꎬ确立了符合个人秩序模式的共同最低工资标准ꎮ 虽然最低工资政策

有效地限制了不平等的程度ꎬ③但其仅仅直接覆盖了大约 １０％的劳动力ꎮ④ 据统计ꎬ

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ꎬ低工资岗位所占比例相对保持在 ２０％左右ꎮ⑤ 同时ꎬ在欧

盟国家中ꎬ英国的不平等比率保持在较高水平ꎬ其基尼系数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０.３５９ 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３７４ꎬ随后下降并维持在 ０.３５７ 的水平左右ꎮ⑥

在自由市场秩序下ꎬ英国的劳动关系体系通过法律强调劳资双方的自愿承认程

序ꎮ⑦ 撒切尔时代是英国劳动关系制度大规模去中心化的时代ꎬ而这种方向性的转变

至今仍在继续ꎮ 政府尽量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ꎬ只是通过有关立法对劳动者最低

雇佣条件进行保护ꎬ给企业层面更多的决策空间ꎮ 英国劳动关系的法制化意味着工会

或劳动制度的削弱ꎬ⑧工会会员所占比例持续下降ꎬ工会密度为 ２３.４％(２０１８ 年)ꎬ集体

谈判覆盖率也仅为 ２６.３％(２０１６ 年)ꎮ 低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ꎬ也成为当

下英国劳动关系关注的重要议题ꎮ

(二)丹麦:就业—收入保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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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现了典型的“就业—收入保护”逻辑ꎬ这主要包括以下特

征:以“协商一致”为基本原则ꎬ政府施行“灵活保障”(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的劳动力市场制度ꎬ
雇主和工会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和解决争议ꎬ使劳动者达到高就业和高收入的水

平ꎮ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慷慨的社会福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教育培训等

政策)构成了丹麦的“金三角”模式ꎮ①

“协商一致”原则是丹麦共同政治体系认同的基础ꎬ也是丹麦劳动关系体系的核心ꎮ
在丹麦ꎬ经济的发展和协调是在多个重要行为主体的共同协商一致下实现的ꎬ而其中的

劳动力市场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三方协议的框架内ꎮ 劳动力市场各方加入政策制定

委员会ꎬ进行正式磋商ꎬ并参与政策的准备和执行ꎮ 在达成基本协议的基础上ꎬ建立起各

方的网络关系以及制定解决冲突的规制ꎬ最后形成“协商一致”的劳动关系体系ꎮ
在“协商一致”的框架内ꎬ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灵活保障”制度ꎮ “灵活性”与

“保障性”之间的平衡成为欧洲近年来就业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ꎬ②丹麦则成为这种

“灵活保障” 制度的最佳实践代表ꎮ③ “灵活保障”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ꎬ也是劳动力

市场的某种状态ꎮ④

丹麦劳动关系体系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极少干预ꎬ以及劳动力市场各

方的自我监督和规范ꎮ 丹麦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立法和政治干预水平较低ꎬ除了

对自由建立行业协会的限制以及针对劳动争议的必要协调外ꎬ对于工会的登记注册、

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义务权利、工资标准、雇佣保护等方面均没有相关的法律准则ꎮ 政

府主要集中在假期、健康和安全法规、养老金计划等领域ꎬ以及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的

发展和稳定上ꎮ 在这种低就业保护下ꎬ企业在雇用、部署和调整劳动力方面拥有高度

自由ꎬ能针对环境的变化进行迅速地调整ꎬ表现出在数量和功能上的高度灵活性ꎮ 丹

麦也是欧洲劳动力流动性最强的国家之一ꎮ⑤

丹麦的“灵活性”也体现在集体谈判系统上ꎬ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系统ꎮ 丹麦的

集体谈判制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从高度集中转向有效的分散ꎬ提供了更宽松的协调环

３４　 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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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ꎬ因为各类行为主体基本同意需要在企业和产业层面增加灵活性ꎬ以加强竞争力ꎮ①

发展至今ꎬ总的协调框架被保留下来ꎬ劳资争端问题仍然是通过国家调解委员会以投

票的方式解决ꎬ集体谈判范围和内容则区分开来ꎮ 这种分散化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从

横向来看ꎬ产业层面达成的协议总体上取代了全国性的工资谈判ꎻ从纵向来看ꎬ集体协

议越来越多地只设定总体框架(如关于灵活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增长的指导方针和

目标)ꎬ将实际工资和许多工作条件的确定留给公司或地方一级ꎮ② 但在一些行业ꎬ如

清洁、运输和农业ꎬ仍然实行全行业范围内的协商工资ꎬ从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

益ꎮ③ 公司层面的集体谈判在需要的框架协议内进行ꎬ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

景下ꎬ工会和雇主能很快地进行协商和调整ꎮ

丹麦劳动关系的“保障性”则表现为较高的工会密度和集体谈判覆盖率ꎬ能有效

保障工人的利益ꎮ 首先ꎬ丹麦的集体协议覆盖率高达 ８４％(２０１５ 年)ꎬ这依赖于雇主和

雇员的高度组织化ꎮ 丹麦的工会密度很高ꎬ在 ２０１８ 年为 ６６.５％ꎬ对劳动力市场监管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因为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情况下ꎬ集体协议体系是建立在劳动

力市场组织的基础上ꎬ需要工会有能力和力量迫使雇主签订协议ꎮ 丹麦工会经常在提

高生产力和改善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④而与雇主的合作似乎是一种自我规范的延

续ꎮ⑤ 在丹麦的公司中ꎬ还有极高比例的雇员通过工会代表与公司进行谈判和解决争

议ꎮ⑥

另外ꎬ丹麦的高收入和高失业福利水平也是其“保障性”的一部分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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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平均工资为 ４４６３９６.６８１ 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 ４７.２ 万元)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国家中位于前列ꎮ 丹麦是欧洲低工资工作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ꎬ收入低

于工资中位数三分之二的工人少于 ８％ꎮ① 同时ꎬ高收入为其高失业福利水平提供了

资金ꎬ虽然丹麦的工人享有欧洲大陆最低程度的法定就业保护ꎬ但在失业期间ꎬ他们能

获得慷慨的失业保险福利ꎮ 丹麦维持着很高的税收水平ꎬ但人们很少支持降低税收水

平ꎬ因为慷慨的收入替代被认为是低就业保护的政治代价ꎮ
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保障性”的有效平衡上ꎬ丹麦的教育培训政策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ꎮ 丹麦的劳动关系体系强调终身学习ꎬ推动工人技能的不断更新ꎮ 这样

首先能避免新技术带来的替代威胁ꎬ提升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性ꎻ其次是雇员获得的技

能可以在公司之间转移ꎬ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灵活性ꎮ 相比于欧洲国家ꎬ丹麦有着较高

的劳动力参与率ꎬ而且非标准就业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ꎮ② 同时ꎬ丹麦公司能够

利用“学习型”的工作组织和工人之间的真正合作ꎬ获取产品设计与生产中的“渐进式

创新”ꎬ从而获得明显的比较优势ꎮ 这些优势能提高公司生产力和竞争力ꎬ从而为员

工的高收入水平提供保障ꎮ
总体来说ꎬ丹麦劳动关系体系的功能是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高水平的失

业福利和高水平的公共教育投资来实现的ꎮ 政府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ꎬ一方面ꎬ放
松管制和减少干预ꎬ降低就业保护ꎬ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ꎬ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

力ꎻ另一方面ꎬ通过公共福利政策保障劳动者收入安全性ꎬ通过广泛的培训政策加强了

劳动者的就业保障性ꎮ 同时ꎬ雇主和雇员双方高度组织化ꎬ其组织之间有广泛的合作

和共识ꎬ可以灵活有效地达成并执行集体协议ꎮ “灵活安全”模式由此成为丹麦社会

适应和变革能力的重要来源ꎬ提升了该国的“制度竞争力”ꎬ并创造了其在数字时代的

相对经济优势ꎮ③

(三)德国:产业和平逻辑

以德国为代表的产业和平逻辑强调维护产业的发展ꎬ更关注经济的长期发展以及

５４　 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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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融合ꎮ① 在德国产业关系体系高度法制化的限制下ꎬ工会和雇主高

度组织化ꎬ集体谈判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ꎬ共决制促使员工在工作场所和企业层面

参与企业管理ꎮ 在经济危机或全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ꎬ降低工资、保护就业、促进产业

发展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协商一致的策略ꎮ 同时ꎬ政府通过制定以产业为基础的培训计

划来满足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所需技能的劳动力ꎬ但是非标准就业范围的持续扩大以

及低收入群体的增加ꎬ也给德国产业关系体系带来一定的挑战ꎮ

德国的产业关系是高度管制的范式ꎮ② 其社会保护制度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晚期

的俾斯麦改革ꎬ而产业关系法律制度框架在联邦德国早期即已形成ꎮ 如«集体协议

法»(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共决法»(Ｃ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ｓ)、«工作宪法»(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ｃｔ)、«社会保险法»(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等法律ꎬ保障了所有公民自由结

社的权力ꎬ规定工会、雇主及其组织拥有集体谈判的权力ꎬ并包括了全方位的社会保障

(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ꎮ 在德国统一后ꎬ虽然对相关法律有细微调整ꎬ

但基础的制度框架仍然没有变化ꎮ③ 在这个框架内ꎬ工会和雇主组织具有较高的协商

和谈判的自由ꎮ 这种高度法制化的体系虽然限制性很强ꎬ但对于德国产业关系的稳定

具有重要作用ꎮ④

除了提供法律框架之外ꎬ政府在以统合主义作为个体利益治理的模式中起着积极

作用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德国采用了经济决策三方机制ꎬ即政府将工会和雇主组织

引入社会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ꎬ以实现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平稳增长、对外贸易平衡

等宏观经济目标ꎮ⑤ 但与经典的社团主义治理体系不同ꎬ德国政府在资本和劳动力之

间显现出横向或“隐蔽”的协调ꎮ⑥ 这是因为德国的工会与社民党之间存在密切的利

益关系ꎬ一方面工会为社民党提供选票和社会支持ꎬ另一方面社民党在执政后通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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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劳工利益ꎬ满足工会要求ꎬ并对工会施加影响ꎮ①

在德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中ꎬ共决制和集体谈判成为劳动者实现集体利益的二元

机制ꎮ 其中ꎬ共决制是德国产业关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ꎮ 在工作场所层面ꎬ工作委员

会和管理者共同协商制定有约束力的工作协议ꎬ并通过协议来管理企业特定的事项ꎬ

如工作时间、休假安排等ꎮ 在企业层面ꎬ工人代表要在监事委员会成员中占一定比例ꎬ

共同决定企业的战略决策ꎮ 工作委员会和监事委员会员工代表为员工参与提供了两

种渠道ꎬ这种共决制促进了雇主和雇员在工作场所和企业层面的合作ꎮ 但是共决制并

不是员工参与工作管理和发声的唯一方式ꎬ企业管理方还自愿推出了如圆桌会议、职

工发言人等渠道ꎮ②

在社会伙伴(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制度的影响下ꎬ谈判成为德国产业关系体系各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重要互动过程ꎮ 行业级集体谈判仍然是主要的谈判类型ꎬ但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ꎬ行业集体协议广泛引入了“开放式条款”ꎬ允许企业级别的协议修改行

业级集体协议中的规定ꎬ以适应企业的特殊环境ꎮ 在 ９０ 年代后期ꎬ企业层面的集体谈

判开始普及ꎮ 例如被称为就业和竞争力协议(ＰＥＣｓ)的工作场所协议ꎬ包含了工作委

员会在工作时间、工作重组、提前退休和削减或冻结工资等方面的让步ꎬ并且可修订行

业集体协议ꎮ ＰＥＣ 最初作为对特殊经济状况的回应而合法化ꎬ现已成为共同管理的

制度化工具ꎬ使集体谈判的权力下放向前迈进了一步ꎮ③ 行业层面协议的软化提升了

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竞争力ꎬ但是对于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极大弱化ꎮ

为达成就业和竞争力的目标ꎬ工资压缩(ｗａｇ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降低不同工人之间的

工资差异成为政府、工会和雇主共同的策略选择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德国的失业

率急剧上升ꎬ高工资被认为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ꎬ特别是中低技能工人

的高劳动力成本ꎬ被认为削弱了德国生产模式的竞争力ꎬ④阻碍了制造业等劳动密集

型部门以及私营服务业的就业增长ꎮ⑤ 面对高成本问题ꎬ德国制造业开始进行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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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和调整ꎬ雇主联合会要求降低工资水平和出台灵活的公司级解决方案ꎮ① 由于撤

资或外包的威胁和高失业率ꎬ工作委员会面临巨大的让步压力ꎬ因为其对工作场所的

竞争力负有共同责任ꎮ １９９４ 年ꎬ金属行业雇主联合会达成了一项有争议的协议ꎬ它冻

结了一年的工资ꎬ并允许公司与工作委员会就每周最多减少 ３０ 小时的工作时间进行

谈判ꎬ以换取就业保障ꎮ② 此后ꎬ降低工资、削减劳动力成本ꎬ以便重新获得竞争力和

节省就业机会ꎬ成为德国集体谈判、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的统一共识ꎮ③

此外ꎬ非标准就业的增加ꎬ扩大了德国低收入劳动者占比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德国

非标准工作已经开始逐渐增加ꎬ特别是边缘兼职工作ꎬ因为非标准合同允许雇主节省

社会保障缴款和工资成本ꎮ④ 为保障就业水平ꎬ２００４ 年的哈茨改革进一步放开非标准

合同的使用ꎬ雇主可以利用代理合同取代长期工作岗位ꎬ以降低劳动力成本ꎬ⑤结果形

成了一个稳定的低工资服务部门ꎮ⑥ 非标准就业的增长促进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双

重分割:第一层是标准就业ꎬ有长期的雇佣合同ꎬ流动性较低ꎬ享有高水平法定就业保

障ꎻ第二层是非标准就业ꎬ容易被雇用和解雇ꎬ工资水平往往很低ꎬ并且不享有带薪假

期、节日奖金等福利ꎮ⑦ 虽然德国工会尽力保护享有资格的成员利益ꎬ但工会只代表

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ꎬ其成员标准是男性、在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就业ꎬ工会覆盖率在

２０１８ 年仅为 １６.５％ꎮ 同时ꎬ与其他欧盟国家和美国相比ꎬ德国的低收入部门(按照国

际标准为收入低于中位工资 ２ / ３ 的部门)显著增长ꎮ⑧

德国的产业冲突程度比其他大部分国家要低ꎬ⑨这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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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由于法律上明确对现有集体协议条款的解释或新集体协议条款商定而产生的冲

突做了区分ꎬ减少了争议内容和范围ꎬ从而降低了冲突发生的概率ꎻ其次ꎬ劳动关系双

重代表制度促进了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ꎬ工作委员会和管理者有义务以“为了员工和

企业的利益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合作ꎬ双方在协议执行期间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和

平义务ꎬ这也使产业冲突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ꎮ①

虽然德国的工会密度近年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ꎬ但是受益于法律的“延伸规

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ꎬ行业层面的集体合同被广泛覆盖到整个行业而不仅限于工会成

员ꎮ② 因此ꎬ集体谈判覆盖率仍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ꎬ２０１６ 年总体谈判覆盖率为

５６％ꎮ 德国的劳动关系体系以产业和平逻辑为主导:一方面ꎬ由于统合主义的传统深

入人心ꎬ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ꎬ德国的产业关系系统一直处于较强的治理体系

之中ꎮ 这些规则既包括政府的劳工政策ꎬ也包括行业层面的社会契约(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ｃｔ)ꎬ而

在企业层面和工作场所层面又有共决制等制度ꎮ 与此同时ꎬ在社会伙伴关系的指引

下ꎬ德国的行业工会及工作委员会对产业竞争力(特别是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负

有共同责任ꎬ所以在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中都做出了让步谈判(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ｉｎｇ)的妥协ꎬ通过工资约束来换取就业机会ꎮ 这种强管制但是约束工资的特征来自德

国的劳动关系治理长期以来遵循的产业和平逻辑ꎮ

(四)瑞典:社会升级逻辑

瑞典与丹麦同为北欧国家ꎬ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相

似性ꎮ 但是与丹麦不同ꎬ瑞典的经济发展以社会升级逻辑为主导ꎬ强调政府对于劳动

力市场的监督和干预ꎬ通过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ꎬ

并通过相关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共享ꎮ 瑞典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强调“主要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制度化合作”(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从而实

现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平衡ꎮ③

瑞典是统合主义的典型代表ꎬ成功将工会和雇主协会纳入政治、经济的决策过程ꎬ

实现劳、资、政三方长期的深度合作ꎬ共同支撑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ꎮ 在瑞典劳

动关系体系中ꎬ工人和雇主都高度组织化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组织体系ꎮ 工

会与政府的伙伴合作关系ꎬ使其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发展ꎬ从而形成与雇主相抗衡的

９４　 经济发展逻辑和劳动关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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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ꎬ一直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较强的地位ꎮ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工会不同ꎬ瑞典

的工会活动不局限于会员的利益和保障ꎬ而是将国家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纳入工会

的责任义务中ꎮ

瑞典政府通过加强管制以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平衡各方利益和目标ꎮ 从

«集体协议法»的颁布ꎬ到全民福利体系的建设ꎬ再到“团结工资”(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ｗａｇｅ)政策

的推行ꎬ然后是成立雇员投资基金等ꎬ这些政策和制度都直接保护了工人的利益ꎬ提升

了工会和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ꎮ 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执政党为应对当时的经济问

题ꎬ尝试放松管制ꎬ削减公共福利ꎬ结果导致在许多经济部门发生了大量罢工和其他形

式的劳资纠纷ꎮ 在此情况下ꎬ政府重新加强管制ꎬ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推动劳

资双方的集体协商ꎮ 通过“就业与再培训”计划、雇主优惠政策、中小企业的技术扶

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ꎬ一方面加强人力资本投资ꎬ提升企业的竞争力ꎻ另一方

面维持高福利水平ꎬ保障人民生活ꎮ 即使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ꎬ瑞典也进

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ꎮ 长期以来ꎬ在工会的积极参与下ꎬ政府还普遍就工作条件、就业

保障、休假、劳动争议、职工参与管理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法律ꎮ

作为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典型代表ꎬ工会和雇主有着通过集体谈判调整经济和决

定工作条件的传统ꎮ① １９２８ 年推行的«集体协议法»明确了雇主必须接受集体协议ꎬ

这成为瑞典劳资关系体系的核心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ꎬ瑞典的冲突管理被

嵌入一个三级集体协议体系ꎬ即全国性集体协议、行业和工作场所两级的补充协议ꎮ②

虽然从 ８０ 年代后期到 ９０ 年代中期ꎬ许多雇主采取行动结束集中谈判并退出三方机

制ꎬ雇主联合会单方面决定从政府机构委员会撤出其代表ꎬ这导致集中谈判系统呈现

崩溃的趋势ꎮ③ 但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干预ꎬ邀请社会合作伙伴讨论建立一个更加

有序的集体谈判程序ꎬ并于 １９９７ 年签署了«关于产业发展和薪酬确定的合作协定»ꎮ④

该协议明确集体谈判应以促进“工业发展、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方式进行ꎮ 由于长

期确立的和平义务禁止在集体协议有效期内采取产业行动ꎬ这一程序使雇主或工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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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新协议时很难利用或威胁将产业行动作为一种谈判策略ꎮ① 工会和雇主都很乐

意签署工业协议ꎬ工会认为这是保持高度集体主义劳动关系的一种方式ꎬ而雇主则认

为这是将工会确定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中而不重新进入社团主义工资谈判的方式ꎮ②

目前ꎬ瑞典的集体谈判主要分为行业和地方两层ꎬ行业层面主要是确定建议性框架ꎬ明

确各方的职责利益划分原则ꎬ然后由地方协议做补充ꎮ③

虽然瑞典已经从一个高度平等的工资制定体系转变为分散工资决定体系ꎬ但长期

以来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Ｏ)中工资结构最为紧缩的国家之一ꎮ 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ꎬ为了缓和通胀压力ꎬ并推动企业向高新技术型转变ꎬ瑞典政府推出了“团

结工资”政策ꎮ 自此ꎬ团结工资政策得以在瑞典的集体谈判中推行ꎬ要求工资水平与

工作岗位的性质和需求相关ꎬ而不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情况ꎮ 这也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

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企业中ꎬ只要工作相同ꎬ工资水平就相同ꎬ被称为“同工

同酬”ꎮ 该政策一方面提高最低收入者的相对工资ꎬ确保了工人的收入水平ꎻ另一方

面压缩了高技术工作的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ꎬ缩小了工资差距ꎮ 但在 ８０ 年代末ꎬ团结

工资模式受到相当大的压力ꎬ雇主希望分散的工资谈判ꎬ而不是统一的工资水平确定

制度ꎬ以满足特定经济部门发展的需要ꎮ 随着雇主联合会于 １９９０ 年退出了集体协议

机制ꎬ统一工资决定模式结束ꎬ并改变了工资设置的制度背景ꎮ④ 虽然分散的工资制

度允许基于个人生产力的工资设置ꎬ但由于团结工资的长期影响ꎬ瑞典工资压缩的结

构特征明显ꎮ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ꎬ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确实有所增加ꎬ但与之前的工资压缩

对比ꎬ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小ꎻ同样ꎬ与同时期许多其他国家相比ꎬ不平等增加的幅度也

相对较小ꎮ⑤ 瑞典 ２０１７ 年的基尼系数为 ０.２８２ꎬ在 ＯＥＣＤ 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ꎮ

强调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主导逻辑在瑞典情境下最典型的一个制度创新是雇员

投资基金计划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为了遏制资本垄断ꎬ限制财富过度集中ꎬ工会联合

会提出雇员投资基金计划ꎬ设想将企业部分利润转为雇员所有ꎬ由企业提供同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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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ꎬ增强雇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与参与ꎬ实现利润共享ꎮ 这一计划得到了社民

党的极力支持ꎬ但却遭到了雇主和其他政党的强烈反对ꎮ 在 １９８３ 年的议会秋季例会

期间ꎬ为了抗议雇员投资基金法案的通过ꎬ雇主联合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集会ꎬ

共有 ２５０００ 多名雇主参与其中ꎬ最后还是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ꎮ① 雇员投资计划进

一步对团结工资进行补充ꎬ提升了劳动者在利润分配和生产决策方面的参与度ꎮ

总而言之ꎬ尽管瑞典的整体经济体系在不同阶段出现了波动ꎬ但其劳动关系制度

仍然根植于国家强大的社会民主传统中ꎮ② 瑞典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仍占有较强地位ꎬ

２０１７ 年工会密度为 ６５.６％ꎮ 工会联合会和雇主组织与政府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ꎬ在

集体协议框架下进行工资协商和争议解决ꎬ２０１５ 年瑞典集体谈判覆盖率达到 ９０％ꎮ

而目前欧洲广泛讨论的基本收入计划(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ꎬ也被瑞典提上了社会治理改革

的政治议程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提交议会审议ꎬ这也充分体现了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红利的发

展逻辑ꎮ

四　 结语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分析框架ꎬ将产业关系研究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提升至一个动态平衡的视角ꎬ尤其是将一个国家的主导发

展逻辑内生于新的分析框架ꎬ并置于核心地位ꎮ 我们认为ꎬ产业关系系统中各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斗争、谈判和合作等博弈过程最终定义了这一主导逻辑ꎬ并进一步决定了其产

业关系治理体系的特征ꎬ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的补充ꎮ

当前ꎬ全球化正在对世界范围内的工作规则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在此背景

下ꎬ学者们就各国的产业关系系统是否表现为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发展的趋势开展了

激烈的讨论ꎮ③ 本文从四个方面加入了这场讨论ꎬ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解释ꎮ 首

先ꎬ文中模型衍生出一个分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类型学工具ꎬ即在规则和价格两个

维度上的不同制度表现ꎬ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国家主导发展逻辑ꎮ 我们选取了四个具有

典型性的欧洲国家ꎬ来分别阐释在这四种主导逻辑引领下的产业关系系统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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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以英国为代表的竞争逻辑ꎬ表现为政府的自由放任、劳资双方的自愿主义、较低

的集体谈判和工会覆盖率以及突出的低收入问题等ꎻ以丹麦为代表的就业—收入保护

逻辑ꎬ表现为较少的政治干预、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一致”、高收入和高就业水平等ꎻ

以德国为代表的产业和平逻辑ꎬ表现为高度法制化、统一的行业谈判、共同维护的共决

制、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工资限制以及日益扩大的非标准就业等ꎻ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

升级逻辑ꎬ表现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团结工资”和雇员投资基金计划、高集体

谈判和工会覆盖率、高收入和高福利等ꎮ 对多样性进行类型学划分ꎬ有助于为下一步

分析趋同还是趋异的趋势提供一个实证的方法和框架ꎮ

其次ꎬ我们的模型既突出了各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中的共同要素ꎬ也对各自在追

求类似目标或面临共同压力时路径选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建构主义的解释ꎮ 不同

于传统“路径依赖”理论(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ꎬ我们认

为一个国家的主导发展逻辑源于其各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独特互动过程ꎮ 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ꎬ全球化虽然为各国带来了打破现有模式、实现激烈制度变革的历史机遇ꎬ但

这一过程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发展结果的趋同ꎮ 例如ꎬ虽然自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着全球竞

争的不断加剧ꎬ丹麦和德国都开始追求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但由于两国不同

行为主体之间互动过程的差异ꎬ这一灵活化的压力在前者表现出了就业—收入保护的

主导逻辑ꎬ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和就业政策的影响力来兼顾企业用工的灵活性和劳动者

就业和收入的安全性ꎮ 但在德国ꎬ全球竞争则表现为在社会伙伴体制下ꎬ通过三方机

制和在行业谈判中引入“开放式条款”ꎬ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进行有条件的去中心

化变革ꎬ从而在增强灵活性的同时ꎬ继续维持其产业和平逻辑ꎮ

再次ꎬ主导逻辑对制度化的过程具有调节作用ꎮ 主导逻辑既然是社会力量制衡和

博弈的结果ꎬ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制度韧性ꎮ 我们发现ꎬ相似的治理手段经常被用来服

务于不同的主导逻辑ꎬ但这些手段往往受制于所处情境的主导逻辑ꎬ只在执行层面产

生了不同的制度变异(而不是改变了逻辑本身)ꎮ 例如ꎬ同为工资压缩政策ꎬ在合作主

义的德国ꎬ它被行业工会和雇主协会用来控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离散的行业工资、

降低失业率ꎬ从而在实现成本控制的前提下维系产业和平ꎬ有效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

国际竞争力ꎻ而瑞典战后的“团结工资”策略ꎬ则被推广至跨行业层次ꎬ提高了社会平

等和总体福利ꎬ反过来又延续了社会升级逻辑的生命力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ꎬ虽然主导逻

辑被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ꎬ但在一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ꎬ这一逻辑往往是

相对稳定的———只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结构不发生重大调整ꎬ那么产业关系系

统的进化仍然遵循“路径依赖”和渐进式改革的方式ꎻ趋同的结果仅在长期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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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才有实现的可能ꎮ

最后ꎬ该如何使用这一框架来特征化当今中国的主导发展逻辑和产业关系系统

呢? 我们认为ꎬ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竞争逻辑向社会升级逻辑全面转向的关键历史时

期ꎮ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前 ３０ 年间ꎬ中国的“经济奇迹”受益于由竞争逻辑

所主导的、以低劳动力成本和弱劳动力市场规制为特征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话ꎬ那

么在过去的十几年中ꎬ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努力都致力于劳动力市场规则和

价格的双重提升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增速明显ꎬ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已经超越了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ꎻ①另一方面ꎬ以«劳动合同法»

(２００７ 年)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２００７ 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劳动法律法规的颁布

实施ꎬ加快推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行动纲领ꎬ鼓励全国人民抓住历史机遇ꎬ加快制造业的科技转型和升级ꎬ推动中

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向引领全世界产业链发展的制造业强国迈进ꎮ 而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于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小康等重大决策指

引ꎬ则体现了党和政府普惠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红利ꎬ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

社会升级的坚定决心ꎮ 当然ꎬ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任重而道远ꎬ而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发

展的经验更是值得镜鉴ꎮ 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相关理论的建构ꎬ为学界未来开展更广泛

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实务界的国际制度借鉴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ꎮ

(作者简介:张皓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助理教授ꎻ李欣ꎬ中国人民大学劳

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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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由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采用新口径ꎬ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
与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均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计算ꎮ


